
紅軍長征之謎

● 張　鳴

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而被迫進行長征，傳統的黨史歸因於王明、博

古的臨時中央在政治和軍事指揮方面犯了左傾錯誤。自延安時期到今天，儘管

細節有所變化，但這一解釋的基調卻一以貫之。國外學者的話語形式和立場不

同，但基本上沿襲了這一說法。這種解釋的核心，把失敗的原因定位在軍事戰

略戰術的錯誤和領導人的教條主義傾向。就中共而言，這種說法所隱含的邏輯

是，左傾錯誤來自蘇聯和共產國際，只有中共的獨立自主，才能取得中國革命

的勝利；只有毛澤東才代表了中共的自主力量，才能挽救中國革命。顯然，這

種說法，實際上構成了延安整風以來中共黨史解釋學的核心部分，是毛澤東及

其思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合法性的主要來源。然而，近年的相關研究已

經證實，中共黨內其實並不存在Ò一個以王明為首的左傾集團；所謂左傾錯誤

的某些基本做法，在毛澤東主政江西蘇區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其中的肅反

錯誤，所謂左傾領導人並不比毛澤東走得更遠1。事實上，這一時期紅軍之所以

相繼從主要的根據地撤出，進行逃跑式的「戰略轉移」，標誌Ò中國蘇維埃運動

的失敗。這個失敗，實際上是中共這一時期革命與動員模式選擇的必然結果，

而其政治和軍事策略的失誤，在正宗的中共黨史解釋學$，被過份誇大了。

一　革命動員與土地革命模式的選擇

中國共產黨人上山做「山大王」，本是城市暴動和武裝冒險失敗之後無奈的

選擇。然而，中國當時前現代的經濟、交通與通訊狀況以及軍閥割據的形勢，

給這種「農村道路」提供了空間。即便如此，在沒有「革命形勢」的情形下，要想

動員農民參加革命，投入造反，依然是個難題，非有非常手段不能奏效。

在動員手段和形式的選擇上，進入農村的共產黨人，最初選擇的是「燒殺政

策」，即把所到之處的富人殺光，所有的房屋燒光，先將農民這種小生產者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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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長征之謎 55赤貧，然後再驅使他們革命。在中共黨史上，這種政策記在瞿秋白的賬上，其

實它帶有非常明顯的蘇俄內戰時期輕視農民的印記。這種做法迅速激起了農民

對共產黨人的反抗，所以，很快就被廢置不用了。

以土地革命的方式進行革命動員，不僅具有歷史上的延續性（跟大革命時期

的農民運動銜接），而且在「均田」的表達上，也有國民黨政府所無法全然否認的

合理性（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但是，土地革命的實質，絕非共產黨和農民

之間在土地上出現給予和支持的交換。首先，農村的危機，未必在於土地佔有

的不均衡；其次，共產黨給予土地，在農民看來，未必有合法性；其三，給予

土地的好處，能否抵得上「造反」的危險，在農民看來肯定是個問題。也就是

說，如果沒有其他的手段，即使分給了農民土地，農民也未必會跟Ò共產黨

走。所以，所謂土地革命，在運作過程中，必然是「均貧富」的過程，或者說，

對富人的剝奪過程，而這個過程，必然伴隨過度的暴力。平分土地，往往變成

了一種由頭或藉口。實際上，共產黨人首要的目標是要動員農民起來跟他們革

命，而非借革命來解決農村的土地問題，所以，動員才是土地革命要解決的首

要問題，而對於動員而言，均貧富式的剝奪和暴力的氣氛，是絕對必要的。

正因為如此，我們看到，在蘇區土地革命的政策上，基本上不存在左右之

分。各個紅色根據地的土地革命，基本上都執行對地主（實際上是所有的富人）

不給出路甚至肉體消滅的政策。在「分田地」的問題上，較早的井岡山土地法、

興國土地法，根本就沒有提富人分地這回事，1930年的《土地法》提到，如果蘇

維埃審查批准，「豪紳地主及反動派的家屬」，「得酌量分與田地」2，但同一時期

閩西特委關於土地問題的決議依然規定，反革命者及家屬不分田3。次年，這個

土地法受到蘇區中央局的批判，1931年底成為蘇區正式法令的《中華蘇維埃共和

國土地法》則明確規定，「被沒收的舊土地所有者，不得有任何分配土地的權

限」；「富農在被沒收土地後，可以分得較壞的『勞動份地』」4。實際上，所謂的

「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左傾政策，是蘇區一以貫之的政策，即使個別地

區不那麼過份，也會在隨後到來的糾正「右傾路線」的鬥爭中被「糾正」。

對於能夠享有分配土地權利的農民，中共在具體做法上，也有文章可做，

當時有兩種分配意見，一種是按勞動力分配，一種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前一種

意見主要考慮如果不按勞動力分配，在蘇區就會造成「有力者無田耕，有田者無

力耕」的現象，造成「經濟恐慌」。而後一種意見則認為平分對動員有利。毛澤東

主張後者，他認為，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平分，才能「奪取整個群眾」，而「初起

來的區域」尤其應該按人口平均分配5。贛西南特委書記劉士奇也認為，雖然按

勞動力分地可以增加生產，但目前「爭取群眾」「發動鬥爭是第一位」6。顯然，分

配土地僅僅是動員的手段。因此，在中共控制下不長的幾年$，「土地分配了無

數次」7，地權頻繁變動，其意不在給農民土地，而是為了動員之便。每分一次

土地，都會打倒新的富農，還會增加農民對紅軍和蘇維埃政權的依附感。

當然，僅僅分地達不到動員應有的深度，必須有暴力和暴力氣氛。所以，

對富人的肉體消滅，尤其是現場的流血，是必要的。海陸豐蘇區剛一開闢，

十幾天功夫，海豐一個縣就有豪紳和其他反革命份子1,686人被殺，沒有死的紛

紛外逃。一時間，海豐、陸豐兩縣，逃到汕頭和香港的達萬人以上8。紅四軍南

下，開闢新區，閩西地方黨組織暴動響應，「開宗明義的工作便是繳槍殺土豪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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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百年中國與世界 契三種」，「土白暴動三四天內殺了四五十人，而（龍）岩永（定）兩縣革委成立後，

日日都有幾十土豪反動份子被農民捆送到前來，致縣政府臨時監守所常有人滿之

患。統計（龍）岩、永（定）三縣赤色區域中自鬥爭後到現在所殺土豪總在四五百人

以上。現在赤色鄉村中的土豪殺的殺，跑的跑，雖然不敢說完全肅清，然大

部肅清是可以說的。」9海陸豐根據地有「七殺令」，所有富人，都不能幸免bk。

湘贛蘇區土地革命，將「十六歲以上卅歲以下豪紳家屬的壯丁無論男女都殺掉

了。」說是要把「有能力反革命的」預先除掉bl。贛西南蘇區，土地革命的時候，

「農村的豪紳地主，簡直沒有生存的地步，捉的捉，殺的殺，逃跑的逃跑」bm。

沒有被當場殺掉的富人家屬，如果沒有逃走的話，活命的可能也是沒有

的。川陝根據地的文件《糧食問題回答》中，就有這樣的內容bn：

問：地主豪紳的家屬是否留點生活給他？

答：地主豪紳整窮人，不管窮人死活，現在蘇維埃只是要窮人個個有吃有

穿，地主豪紳家屬集中起來在蘇維埃監視之下做工開荒都行，不留一

寸土地一口糧食給他們。

不僅如此，殺人的時候，往往要造成某種血腥恐怖的氣氛，開大會公審，

當眾處決。海陸豐的行刑大會，不僅喊口號，還吹Ò衝鋒號，行刑者揮舞Ò鋼

刀，「一刀一個，排頭砍去，很爽利的頭顱滾地」。甚至還有婦女組織的「粉槍

團」，在幾千人的大會上，用紅纓槍「刺進宣布了死刑的反革命份子的咽喉、胸

膛，鮮血四濺。」bo顯然，血腥可以喚起革命熱情，只要殺戒一開，參加的人就

都跟反革命有了血海深仇。起初，「蘇維埃政府要撥給兩塊大洋賞給施刑的赤Ã

隊員，半個月後，不須要賞金，赤Ã隊員要殺一兩個反革命份子雪恨。」bp仇恨

和仇殺就這樣被點燃，然後升級擴散。選擇了「立場」的農民，跟另一部分人誓

不兩立，到了這般田地，動員的目的也就達到了。當然，很難估量跟Ò紅軍走

的農民的真實想法。即使據中共自己人當時的考查，有的地方也有相當多的農

民實際上是害怕紅軍，贛東北地區流行一句話：「莫惹紅軍，惹了遭瘟。」bq

誠然，中共能夠在農村發動革命，前提是近代以來，農村社會與經濟的衰

敗與戰亂和變革造成的鄉村秩序紊亂。然而，即使存在這樣的社會條件，想要

在農村發動一場在一般農民看來屬於造反的農民革命，並非易事。對於那些真

正的莊稼漢來說，分財主的土地糧食和財物，雖然有一定的誘惑力，但顧慮依

然很大。所以，這$就用得Ò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說的「革命先

鋒」了，那些在鄉$「踏爛皮鞋的，挾爛傘子的，打閒的，穿絲褂子的，賭錢打

牌四業不居的」流氓無產者，很快在革命中起了衝鋒陷陣的作用br。當時蘇區的

共產黨人也承認，「在紅軍初到來時，一切情形不熟悉，最初起來的大部分是些

富農流氓份子，真正的下層工農群眾最初不敢起來，所以在過去的政權機關完

全是被富農流氓把持」bs。其實，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富農流氓這種「階級成分」，

之所以這麼說，一是要強調「階級觀點」，二則很可能是那些流氓無產者通過革

命，變成了富農（浮財撈得比較多）。由於土地革命本身並非意在土地，流氓無產

者的先鋒作用，使得運動在財產（主要是浮財）的剝奪和分配上的色彩更加濃厚。

以至於動員起來的農民，參加革命的動機，往往更在意財產的掠奪和再分配，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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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長征之謎 57致蘇區對外的「打土豪」一波接一波，內部反富農的鬥爭一浪接一浪。每當紅軍攻

城拔寨之際，總有大批的農民挑Ò空擔子，準備一旦城破，就進去發財bt。

二　「打土豪」經濟及其局限

這種急功近利的動員模式，最直接的後果就是產生了蘇區的「打土豪」經

濟。由於土地革命的首要目的在於動員，甚至為了動員而犧牲經濟，而蘇區為

了生存，養活軍隊和政府，又必須有一定的經濟來源。因此，一種畸形的經濟

模式應運而生，這就是「打土豪」經濟，其表現形式主要有二：對內是均貧富，

採取不斷革命的方式，削平蘇區內部的冒尖者以取得資金財物；對外則通過不

斷擴張，或其他方式掠奪白區（國民黨統治區）的富裕者（包括商戶）。在整個蘇

維埃革命時期，後一種形式是主導性的；前者的發展，往往受到後者的影響和

刺激。井岡山根據地創始人之一的紅軍叛將龔楚，回憶說紅四軍之所以南下贛

南閩西，是由於「井岡山的附近地區已民窮財盡」，要想維持下去，必須佔領較

大的城市，解決補給問題ck。當時的湘贛邊區給中共中央的報告$，說得更明

白，井岡山地區的殘破，主要原因是紅軍的政策cl：

因為紅軍經濟的唯一來源，全靠打土豪，又因對土地革命政策的錯誤，連

小資產階級富農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壞之後，沒有注意到建設

問題，沒有注意到經濟恐慌的危機，以致造成鄉村全部的破產，日益的崩潰。

然而紅四軍南下，開闢了大片新區之後，打土豪的方式依舊，形成了方法

上的路徑依賴，到紅軍和根據地發展到相當規模時依然如此。派駐中國的共產

國際代表1930年在給執委會的報告$說到：

（紅軍）軍隊的糧食和服裝供給問題直到現在還都十分混亂。到目前為止這

個問題在最好的部隊©基本上是通過向城市資產階級徵收服裝料、縫製費

和資金及徵用地主豪紳和高利貸者財產的辦法來解決的。

報告人憂心忡忡地指出cm：

隨Æ紅軍數量的增加和在固定的地區建立根據地，這個問題就要求有新的

解決辦法（顯然需要某種徵稅方法），同時它將成為軍隊和蘇區農民相互關

係中的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問題。

顯然，只要紅軍的擴張勢頭尚好，在根據地內部發展正常的經濟模式來解決紅

軍的補給問題，就不可能得到認真的對待。

不僅紅軍補給依賴打土豪，就是各級蘇維埃政府的經費，也要靠打土豪。

1931年9月，歐陽欽關於江西蘇維埃的報告中，承認「各級政府的經費仍然是過

去所謂打土豪來的。」cn中共江西省委在1932年頭四個月的工作總結中指出，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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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百年中國與世界 西蘇區「財政的主要或者說唯一的來源是『打土豪』，而對於土地稅商業稅的徵

收，及發展蘇區的經濟政策是沒有的」co。1932年紅軍攻下福建漳州，打土豪的

戰果達到了頂點，幾乎所有店鋪，包括著名華僑資本家陳嘉庚的店鋪，其貨物

都被無償徵收cp。左右江根據地，為了打開交通線，利於通商，

紅七軍第三營營長雷祝平以私人關係，電邀南寧、那坡打商人黃祖武（黃恆

棧的老閭，經營百貨及船航業）來百色商量，但他乘輪剛進入蘇區到達果

化，即為紅七軍政治部下令第一營逮捕，認為他是一個大資本家，那坡打

的黃恆棧即行沒收（據說有一個連長在黃恆棧拿了許多金條，發了洋財），

還要罰款30,000元，用鴉片繳納，始得釋放cq。

在「打土豪」的視野$，紅軍原有對民族資本和小商人的特殊政策，已經化為烏

有，這對後來根據地的貿易，產生非常惡劣的影響。

應該說，在1929到1931年紅軍發展較為順利的時期，由於大規模的軍閥混

戰頻仍和國民黨政府對應失策，紅色區域經過土地革命的深度動員，迸發出了

巨大的能量，對外擴張總的來說還比較順利。新開闢的紅區，特別是中小城

市，基本上滿足了紅軍的補給需求。這種凱歌行進的擴張，也使得紅軍更加注重

用擴張的方式，打土豪來解決自身的補給問題，輕視根據地內部的生產恢復和發

展。在佔據了相當大的區域（包括一些中等城市）之後，內部建設依然按照革命

初期的動員模式慣性行進，不間斷地肅反、反富農路線、反右傾，內部的整肅

和革命一個接Ò一個。這樣，原本就因地權動蕩和缺乏生產激勵的農村經濟，

更加雪上加霜。農民為了避免冒尖，被人當富農來共產，普遍缺乏生產積極性，

幾乎沒有人願意多種地，只要自己家人夠吃就行。各個根據地，都出現了大量田

地拋荒的現象，愈是老蘇區，拋荒田地愈多cr。當時有的中共文件稱之為「農民

怠工」。有的則認為產生這種現象是由於侵犯中農亂打土豪的錯誤，「以及分田

分得次數太多，使群眾一般的走到安貧和不相信土地是否他自己的觀念」cs。

然而，到了1932年，國民黨政權逐步敉平了各地軍閥的反抗，穩定內部之

後，紅軍的擴張勢頭就逐漸遭到遏制。蘇區面臨的圍剿的軍事壓力，逐年增

大，與之相伴的政治與經濟封鎖也日趨嚴厲。在這種情形下，「打土豪」受到了極

大的限制。但是，多年形成的行為慣性並未因此而消失，而且蘇區內部惡劣的

經濟狀況，也不容紅軍很快改弦更張。各個部隊調整了打土豪的方式，採取派

小部隊不定期進入白區的方式進行。龔楚這樣描述這種「游擊式打土豪」方式ct：

他們還不斷的深入到國府統治區內籌糧、籌款、就食；所以紅軍沒有作戰

時，便開到「白區」去打游擊。這是紅軍官兵們最喜歡的工作。因為到「白

區」去打游擊，就有土豪打。不僅是可以有充足的糧食，而且可以吃一頓豬

牛肉下酒。他們打土豪的方式，是由政治部負責調查出某家是土豪之後，

再由經理機關派出徵發隊，由政治人員率領，協同紅軍部隊到土豪的家

©，將其家所有盡數沒收。在屋內牆壁©及地下埋藏的金銀首飾，也要搜

劫淨盡。要是土豪家中還有人留在家©，無論男女老少，一律拘回勒榨罰

款，甚至槍斃處死。

在1929到1931年，

由於大規模的軍閥混

戰頻仍和國民黨政府

對應失策，對外擴張

總的來說還比較順

利。這種凱歌行進的

擴張，也使得紅軍輕

視根據地內部的生產

恢復和發展。農民為

了避免冒尖，被人當

富農來共產，普遍缺

乏生產積極性，幾乎

沒有人願意多種地。

到了1932年，國民黨

政權穩定內部之後，

紅軍的擴張勢頭就逐

漸遭到遏制。



紅軍長征之謎 59不過，越界打土豪的方式很快變了味。土豪是有限的，而且是長腿的，財產可

以隱藏、轉移，加上白區的防範愈來愈嚴，因此，打土豪愈發困難。土豪難

打，但軍隊和政府的開支又必須解決，各地的地方部隊各行其是，各顯神通，

於是大量的搶掠和綁票行動出現了，在中共自己的文件$，稱綁票為「越界吊

羊」dk。更有甚者，搶掠綁票的對象，並不一定限於有錢人，有的時候，甚至連

窮人也被捉來罰款，「向貧農強借米物」，以致被白區人民呼為「游擊賊」dl。據曾

志回憶，她的丈夫陶鑄，就曾綁過一個地主的孩子，得到贖金3,000多元dm。

這樣的「打土豪」，勢必會引起國民黨統治區老百姓的反感，甚至對紅軍和

蘇區的敵視，這就是所謂的「赤白對立」（或者紅白對立）dn。絕大多數資料在提到

「赤白對立」的時候，往往要加上「嚴重的」或者「非常嚴重的」這樣的定語。傳統

的中共黨史學解釋，往往把蘇區的經濟困難歸咎於國民黨的封鎖，其實，蘇區

多在落後山區，像贛南閩西、鄂豫皖、湘鄂西這樣地方，山巒重疊，交通不

暢，而且地域遼闊，切實實行封鎖無疑是很難的。恰是這種嚴重的「赤白對

立」，才將蘇區真正封鎖起來。黃克誠在談到蘇區沒有鹽吃的問題時說過，國民

黨的封鎖，固然是一個方面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方面，由於我們實行過『左』的

政策，把私商這條線也割斷了，等於自我封鎖起來，這樣就只好沒鹽吃。」do毛

澤東在抗戰時期總結這段歷史時，也曾對那時左的政策造成「赤白對立」，進行

了反省，將之視為蘇維埃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dp。

三　過度動員與蘇區的經濟危機

在這種嚴峻的情勢面前，蘇區領導人意識到了發展蘇區經濟的必要，各種

稅收相繼開徵，名目繁多的捐獻和攤派也浮出水面。除了土地稅、農業稅和商

業稅之外，還有人口稅、養牛稅、屠宰稅、米穀稅、雞鴨稅、養豬稅、賣豬

稅、園藝稅和飛機捐、慰勞捐、互濟會捐、反帝大同盟捐、節省糧食捐、新劇

捐、歡迎捐等等，再加上攤派的公債。此時蘇區的人，顯然不能再說，「國民黨

的稅，共產黨的會」這樣的謠諺了。同時，中共也開始注意發展蘇區的對外貿

易，只是由於前一階段打土豪的結果，很少有商人敢來蘇區交易，蘇區的農產

品和手工業品以及礦產品難以輸出，而外面的商品尤其是食鹽難以輸入；只有

跟廣東軍閥，才能做點交易，也是杯水車薪。作為解困的一種方式，蘇區也開

始花大力氣組織生產和糧食以及消費合作社，試圖用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來解困。

自1933年8月以後，各種合作社的數量和參加人數都成倍增加，然而，這些合作

社，由於存在「嚴重的缺點」，效果並不明顯，糧食合作社連「應有的調劑糧食的作

用」都沒有起到dq。為了解決財政困難，蘇區開始濫發紙幣，結果導致「蘇幣」的

信用大跌，以至於蘇區不得不開展「擁護國幣運動」，提出「革命群眾用革命紙票」

之類的口號，並對拒絕使用蘇幣的人加以嚴懲dr。事實上，由於蘇區民眾的生產

積極性一直不高，頻繁的分地以及鬥爭，富人非死即逃，加上戰亂破壞，民間

基本上沒有多少餘財。常規手段顯然不足以滿足紅軍和蘇區政府的需要。

日趨嚴峻的「鬥爭形勢」，往往更容易誘發人們的激進情緒，傾向採用更加

嚴酷的階級鬥爭形式，即過度動員的方式，高壓手段，解決目前的困難。「過

土豪難打，各地的地

方部隊各行其是，於

是大量的搶掠和綁票

行動出現了。更有甚

者，連窮人也被捉來

罰款。這樣的「打土

豪」引起國民黨統治

區老百姓的反感，甚

至對紅軍和蘇區的敵

視，這就是所謂的

「赤白對立」。在嚴峻

的情勢面前，蘇區領

導人意識到了發展蘇

區經濟的必要，各種

稅收相繼開徵。為解

困，蘇區也開始組織

生產和糧食以及消費

合作社。



60 百年中國與世界 度動員」的概念，是陳永發先生提出來的，但過度動員的產生，恰是打土豪經濟

的內在邏輯。一方面，他們認為在嚴酷的戰爭壓力面前，只有不斷肅反和相應

的「殘酷鬥爭」，才可以保持蘇區軍民尤其是軍隊的士氣和凝聚力。同時，為滿

足軍隊的需求，也要借助更加嚴厲的階級鬥爭工具，採用政治鬥爭和「運動」（查

田，反富農），借強力從事徵收。顯然，這兩方面，都有蘇俄在十月革命後內戰

時期的「成功經驗」。不過，不管蘇俄經驗起了多大作用，現實刺激還是最重要

的，愈是直接處在革命現場的領導人，表現就愈激進，這就是為甚麼臨時中央

負責人博古，要遠比在莫斯科的王明更「左傾」的緣故。

早在1930年下半年，閩西就有「肅反籌款」的說法ds，1933年以後，更是變

本加厲，所有反革命的家產，一律沒收，把肅反當成籌款的一種手段。不過，

由於肅反對象不見得有錢，所以，更有聲勢的是反富農運動。此時的所謂富

農，其實都是「新富農」，是土地革命之後有富餘的農戶，按中共當時的說法，

凡是從事小規模經營，飼養家畜，「分田時留肥短報，以及利用政權侵吞公款

等」有了「多餘存積」的人，都是富農，「過去一般中農及貧農中一部分，已經開

始轉變為富農，同時有一部分中農及貧農，雖然目前還未成為富農，但他們卻

含有或多或少的富農剝削，因此腦子$也有富農的幻想與企圖。」dt所以，這些

人都是運動的對象。1933年以來緊鑼密鼓進行的查田運動，實際上就是反富農

運動，其核心內容，就是籌款。「查田是查階級，要把隱藏的地主富農查出來，

不但查出來，而且要向地主罰款，向富農捐款，從經濟上去消滅地主，削弱富

農，這是我們的主要政策，同時使蘇維埃財政得一很大幫助，因為目前急需籌

得大批款子去接濟紅軍的費用。」具體方法則是，「地主應該捉起他家的人迫他

交款，富農不必捉人，只嚴催交款，但頑固反抗的富農，也可以捉他起來以便

催款。」ek

於是，在查田運動中，大批「地主」、「富農」被查了出來，瑞金黃柏區一地

（轄十二個鄉），居然查出了「二百七十家以上的地主富農」，是過去三年中處置

的地主富農數（122家）的一倍多el。據陳永發考證，毛澤東在查田運動中採取從

寬定義的方式，以增加地主富農的比例，達到動員的目的。一旦目的達到，再

給那些被劃錯者平反。即便如此，還是遭到中央的批評，被視為右傾em。

在這種高度緊張的氣氛下，甚至徵糧徵稅，發行公債也需要以動員的方式

進行。1934年1月的全蘇代表大會明確提出，完成徵糧徵稅和發行公債的任

務，必須真正依靠廣泛的群眾動員，必須學習興國永豐區，瑞金雲集區，

長汀紅坊區的動員方式，特別是興國長崗鄉，博生七里鄉的經驗，必須事

先組織積極份子，在群眾中起領導作用，帶頭先交，必須徹底消滅過去對

於推銷公債的命令攤派，及不做宣傳解釋，便進行推銷公債徵收土地稅的

官僚主義強迫命令方式，一切消極怠工，不去動員群眾，不相信群眾幫助

戰爭的熱忱，只說：「群眾困難不能推銷」「非攤派無辦法」的機會主義與官

僚主義的份子，必須受到無情的打擊en。

這樣的無情打擊，落到了時任蘇區中央政府財政人民委員的鄧子恢頭上，其罪

狀主要有兩條eo：

為滿足軍隊的需求，

要借助更加嚴厲的階

級鬥爭工具，採用政

治鬥爭和「運動」借強

力從事徵收。這兩方

面，都有蘇俄在十月

革命後內戰時期的

「成功經驗」。富農是

運動的對象。1933年

以來緊鑼密鼓進行的

查田運動，實際上就

是反富農運動，其核

心內容，就是籌款。



紅軍長征之謎 61一、鄧子恢認為蘇維埃政府把種種稅金加到農民身上，使農民生活困苦，

甚至比「革命」前更壞。二、在負責領導財政部工作期間，始終不發動群眾來

做籌款工作，以為蘇區內的豪紳地主早已完全打倒，再沒有餘款可籌了。

由於徵稅和發行公債的困難是實實在在的，所以，在鬥爭了官僚主義和機會主

義之後，不動真格也徵不上來，甚至強迫命令也不濟事，所以必須打擊反革命

份子，「嚴查這些反革命份子，提到廣大群眾面前審判，把他提交法庭治罪」ep。

顯然，要糧要錢，不流血是不可能的。

不過，即使依靠嚴厲的血腥手段、過度的動員方式，依然不能疏解蘇區的

經濟困境。鄂豫皖蘇區在被放棄之前，1931年下半年，已經出現了糧荒，「外面

不能輸入，內面儲蓄已罄」eq，只能「用互濟組織，割麥隊、割穀隊到白區奪取

豪紳反對派的，沒收赤區地主富農的，節省（機關吃稀飯等，紅軍仍吃乾飯），

加緊生產（種瓜、豆、蕎麥）等辦法勉強過去。」er

自1933年春天起，糧荒也襲擊了中央蘇區。機關工作人員被要求每天吃兩

餐，只有十二兩，要省下四兩上交。後來，改吃稀飯，甚至米糠、苦菜和樹

葉。列寧師範學校由於天天吃稀飯，被戲稱為「稀飯學校」es。同時期蘇區中央政

府的訓令中，也提到蘇區已經出現了將種子吃掉的現象，而且說「黃秋菜、筍

子、苦齋、艾子、砂枯、同蒿、黃金（野山薑）苧麻葉等植物，都可採來充飢，

並且無礙Ã生。」要各級蘇維埃政府，組織群眾上山採摘，多種蔬菜，不能「放

任不理，空口嘆氣」et。為了救荒，蘇區中央政府還發布「開墾荒地荒田辦法」的

命令，以免稅的優惠，鼓勵農民多種地；在這個訓令$，甚至連富農種荒

田，也可以得到一年的免稅fk。黃克誠在回憶中提到連中央紅軍的絕對主力紅

一軍團，都沒有鹽吃，規定前線部隊勉強每人每天八分（不足一錢）鹽，而後方

則沒鹽吃fl。1932年底湘贛蘇區在給中央的報告$說，蘇區第八軍由於營養不

良，腳氣病流行，全部人員不滿兩千，抵不上過去一個師，「還有一千上下的槍枝

沒有人背。」fm這樣的危機，一直到紅軍長征，都沒有得到絲毫的緩解。在長征

前夕，蘇區中央政府的機關報《紅色中華》還登出號外，大字標題寫Ò：「紅軍等

Ò二十四萬擔糧食吃！」到該年的7月9日為止，「糧食突擊（徵糧的突擊——筆者

註）還只完成一半任務」fn。這一半，實際上已經是竭澤而漁了。

到了這個地步，蘇區的經濟危機，已經開始轉變成為政治危機了，主要體

現在擴紅（即紅軍的招兵）上。進入1933年以後，蘇區的各種宣傳機器開始連篇

累牘地鼓吹擴大紅軍，批評各種擴紅的不力，隨Ò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進程，這

種宣傳是愈演愈烈，表明了擴紅也愈來愈困難。戰況的不利，無疑加劇了擴紅

的難度，一次長汀「擴大了五十七個新兵，但歡送到省蘇（省蘇維埃——筆者註）

只剩了五個人，其中三個有病的，結果去前方的只二個。」fo不僅擴紅難，紅軍

中的逃兵也愈來愈多。在「『擴紅突擊月』——1933年5月的一個月中，紅一軍團

（林彪部隊）逃兵就有203人；紅三軍團（彭德懷部隊）逃兵98人；紅五軍團逃兵

200多人；紅獨立一團逃兵102人；而同年十一、十二兩個月中，開小差回家

者，竟達二萬八千多人，僅瑞金一縣逃跑回家者達四千三百多人。」fp不得已，

最後只好採取將地方部隊和赤Ã隊整建制編入正軌紅軍的辦法，來補充兵源。

蘇區老百姓對蘇維埃政權的信心也在整體滑落，在這一時期，有地方甚至出現

即使依靠嚴厲的血腥

手段、過度的動員方

式，依然不能疏解蘇

區的經濟困境。鄂豫

皖蘇區在被放棄之

前，1931年下半年，

已經出現了糧荒。自

1933年春天起，糧荒

也襲擊了中央蘇區。

機關工作人員被要求

每天吃兩餐，只有

十二兩，要省下四兩

上交。蘇區的經濟危

機，已經開始轉變成

為政治危機了。



62 百年中國與世界 了整鄉整村的農民逃往國民黨統治區的現象，以至於紅軍不得不嚴厲鎮壓fq。方

志敏領導的贛東北紅軍，作為紅軍長征先遣隊出發，結果一出蘇區，就被包圍

打散，成千人連對方一個排的阻擊都衝不破，「指揮員動搖，不沉Ò指揮應戰，

隊伍也就無秩序地亂跑」，基本上是全軍覆沒fr。中央紅軍長征，在過第四道封

鎖線時，損失過半，八萬人剩了三萬，其實也是逃亡的居多。據蔡孝乾回憶，

長征一開始，出了蘇區，紅軍就有大量逃兵，到第四道封鎖線的時候，「兵力已

損失三分之一」fs。很明顯，此時紅軍的戰鬥力和士氣，都已經今非昔比了。

四　餘 話

陳毅在1946年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關於土改）下達後，曾經說過：十年

內戰時期的土地革命「走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最後就發展到政治上、經濟上、

肉體上消滅地主，以至消滅富農，並損害了中農，造成一系列的錯誤，走了陳

獨秀的反面。同樣的絞殺了農民運動，在政治上造成黨和農民的嚴重隔離，造

成了黨的孤立。」ft作為動員工具的土地革命，最後走到動員的反面，「造成黨

和農民的嚴重隔離」，無疑是中共領導人一種刻骨銘心的教訓，只是走到這一

步，並非僅僅是所謂「左傾路線」之過。無疑，從蘇聯回來，受過系統馬列主義

訓練的留蘇派，跟毛澤東等土生的共產黨人是有很大的不同。這個不同，在留

蘇派看來，是布爾什維克化與否的區別，而在毛澤東看來，則是土包子和洋包

子的分別，實際上則表現為土包子往往比較務實，尤其在戰爭策略的選擇上，

更加靈活一些。這種分別和不同，並不意味Ò毛澤東就不是一個列寧主義者。

從某種意義上講，毛比那些能背誦大段馬列原著的洋包子，對列寧主義更有悟

性，至少作為革命家而言，他們其實心有戚戚焉。以「階級分析」來切割中國社

會，高度的組織控制，用暴力和宣傳進行動員，革命手段的無限制，道義原則

的工具化等等，在這些核心內容上，毛澤東跟列寧恰恰有Ò最大的相似性。所

以，蘇維埃革命問題上，留蘇派和本土派本質上沒有太大的區別。

關鍵是，以動員為導向的土地革命，「打土豪」的經濟模式，以及靠嚴酷的

黨內鬥爭強化控制的肅反，這些蘇維埃革命的核心內容，毛澤東和留蘇派並無

分歧。蘇區動員型的土地革命，實際上是毛澤東開創的，至於打土豪經濟，毛

更是始作俑者。還在1930年，赤白對立的現象就已出現，只是到了紅軍擴張完

全停滯之後，其惡果才充分顯示出來。事實上，只要打土豪經濟模式的存在，

紅軍又不可能保持持續的擴張能力，那麼，蘇區的經濟危機是遲早的事情。當

然，至於以階級鬥爭的恐怖手段來處理黨內外的一切事務，本是毛澤東的看家

本事，只是毛比較中國化，講究有張有弛，因此效果更佳。至於軍事戰略戰術

問題，應該說，毛澤東是要比李德為首的三人團高明一些，但是面對國民黨的

政治軍事一體化的圍剿，堡壘戰術的堅定推行，毛澤東未必能有更好的辦法。

顯然，中共的留蘇派和本土派，在權力上存在紛爭，這種權力之爭，反映

了蘇聯和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掌控需求。但這個爭奪，並不能改變蘇維埃革

命失敗的命運。最根本的問題，在於蘇維埃革命的基本政治經濟模式的選擇，

這種模式有速效，卻難以持久。中央紅軍是戰敗了，不得不退出根據地，而川

以動員為導向的土地

革命，「打土豪」的經

濟模式，以及靠嚴酷

的黨內鬥爭強化控制

的肅反，這些蘇維埃

革命的核心內容，毛

澤東和留蘇派並無分

歧。蘇區動員型的土

地革命，實際上是毛

澤東開創的，至於打

土豪經濟，毛更是始

作俑者。還在1930年，

赤白對立的現象就已

出現，只是到了紅軍

擴張完全停滯之後，

其惡果才充分顯示出

來。



紅軍長征之謎 63陝蘇區的紅四方面軍，仗其實打贏了，但依然要放棄根據地。川陝蘇區的領導

人張國燾後來回憶說，紅四方面軍之所以退出蘇區，原因之一就是gk：

川北蘇區經過戰爭的蹂躪，糧食及其他必需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黃不

接的時候，可能發生饑荒，如果紅軍死守在這©，不僅不能為人民解決糧

食問題，恐將與民爭食。

張國燾有沒有如此人道，慮及人民生死，姑且不論，但蘇區的經濟困難乃至危

機導致根據地保不住，卻是不爭的事實。

動員式的土地革命，在動員農民造反方面的確成效顯著。這使得中國共產

革命的農民戰爭威力巨大，歷代農民造反不能望其項背。然而，只有在動員效

應的有效期內推倒國民黨政府，蘇維埃革命才能成功；否則，就會被自己催生

出來的掠奪式政治經濟模式所吞噬。紅軍之所以長征，關鍵就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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